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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慈善救济思想的伦理意蕴及当代启示

黄 瑜

［摘 要］ 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及其活动源远流长。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中心构筑的慈善

文化，其所蕴含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等内容，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印记和

文化性质。儒家慈善救济思想以伦理为本位、以教化为途径、以“同善”为理想，强调共同

体成员之间的义务关联和伦理关照。这一伦理指向针对传统社会中的贫富差距问题、慈善救

济的原则及理念等问题，提供了深刻洞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扶

贫济困的救济精神，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塑全

球伦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儒家；慈善；同善；教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主要以伦理本位为特点，以血缘亲情为基点，不断扩充而形成“亲亲 -

仁民 - 爱物”的伦理共同体，其中的共同体成员被置于各种“伦”的相互关系之中并形成相应

的情感联结和义务关联。在这一相对稳定的伦理结构中，如果其中的成员一旦陷入类似“鳏、寡、

孤、独”的穷困境地，家（宗）族其他成员则有责任和义务对其伸以援手，或在经济上彼此照拂，

或在伦理上相互顾恤，从而保障整个家族共同体的伦理和谐及共生发展。由家庭（族）血亲之

间的相互顾恤亦可不断推向社会，形成一种“社会的家庭化或曰伦理化，乃使此社会中每一个

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

的人也对他负有义务。”a 总体看来，以儒家“仁爱”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慈善救济具有明

显的伦理救助取向，具有与西方宗教救赎不同的文化性质与文明意义。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核心，其伦理观念不仅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慈善领

域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贫困”问题的伦理关照

扶贫帮困、守望相助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内在向往和追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

［作者简介］  黄瑜，广东财经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公益慈善伦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慈善的伦理风险研究”（21BZX113）。

a 梁簌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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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a“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

姓亲睦”，b 皆是传统社会对“大同世界”的美好设想。然而，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作为人类社

会固有的顽疾，却始终与这一“大同”理想形成现实性鸿沟。因此，历史上针对贫困人口的救

助向来是传统社会救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历代以来扶贫的救济理念和措施仍值

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一）“贫”“困”等相关概念及其价值导向

从词义上看，“贫”一般与“财”相关，与“富”相对，财乏曰“贫”。《说文》中对“贫”

的解释是“财分少也”；《庄子·让王》中也提到“无财谓之贫”。c 与“贫”相关联的词语

有“贱”、“困”、“穷”等。“穷”、“困”二字含义相对较为丰富，既有物质上的匮乏，

也有精神上的困境，如《论语·卫灵公》曾提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d 其中提到，

孔子及其弟子在陈国滞留期间，遭遇了粮食断绝的困境，跟随孔子的弟子们因饥饿而病倒，子

路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和困惑，便提出了“君子亦有穷乎 ?”e 这一问题。孔子的观点是，君子

即使在困境中也能坚守道德底线，保持节操和本分，而不是因此自卑堕落。一般而言，由“贫”

可生“困”，反之亦然；不过“贫”或“困”却未必一定导致“卑贱”处境或心理。“贱”本

为“买少”之意，与“贵”相对，后指地位卑下，即“乏财曰贫，无位曰贱。”f“贱”一开

始并无贬义之谓，而仅与社会等级的分层有关，贫者并不必“贱”，而且士人往往赋“贫”以

“义”，从而保持精神上的满足，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g 的“安贫乐道”之追求。可见，与“贵”相对的“贱”并无道德上的贬义，主要指“无

位”之属，而与“良”相对的“贱”则带有较强的道德身份并让人引以为耻。h 由此看来，在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上述词语所指之义实际上是交互综合使用，并构成“贫困”、“贫贱”、

“穷困”等特殊语境，它们既具有事实指向如无财、无位之属，也存在某些价值导向如由于某

种伦理关系缺陷或由自身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生活困境。孔子与弟子子贡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子

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i 孔

子在肯定子贡观点的同时加以提升，并指出关于贫富的不同精神层次。一种是“贫谄而富骄”，

即朱熹所谓“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的病症；其二就是子贡所言“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只是知“自守”却仍然困于“贫富”之囹圄；第三种则是孔子提倡的“贫而乐，

富而好礼”的超越境界，贫富的关键不在于贫富本身，而在于能够“安贫乐道”。孔子以“仁”

为判断标准来衡量君子德行，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j 不仁之人既不能久困于贫，也不能久处于乐，因

a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658 页。

b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6 页。

c ［清］王先谦、刘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55 页。

d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61 页。

e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61 页。

f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8 页。

g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87 页。

h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4-15 页。

i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2 页。

j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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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者都可能使其失其本心，久贫则“为非”，久乐则“骄佚”，故“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

易”。a 在孔子看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还不够，最好是做到贫而乐、富好礼。从个体角度

来说，仁者安仁，富贵、贫贱皆以“道”处之，如颜回虽贫却乐道，尽管其处于“一箪食、一

瓢饮、居陋巷”的生活境遇，却不以贫为忧，不改其乐道之志；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孔子则

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b 国家有责任治理贫困问题并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为“慈善事业的起源是贫富不均，

其作用就是缓解这种不均所带来的痛苦——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c

（二）伦理的救济原则和“养民”措施

根据儒家所强调的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对每一个体（无论贫富与否）提出相应的道德要求，

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要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实施适当的养民措施。因此，针对“凶年饥岁，君

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d 抑或“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e

等情形，儒家希望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规范来应对，既强调个体层面的道德自觉，也

强调社会、国家层面的伦理关照。

其一，伦理上的救济原则。在以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族）在个人诸关系中占据重

要地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则以“情理”彼此顾恤，并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理想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社会的“贫困”之所以构成社会问题也是因为某种伦理

上的“缺陷”，而不只是物质上的匮乏。例如，孟子曾提到鳏、寡、孤、独此四者为“天下之穷

民而无告者”，f之所以是“无告”，意味着此四种情形是人生之最苦，身处苦难境地却无亲可诉、

无人相依。《礼记》中也将“鳏寡孤独废疾者”作为日常生活中贫困人口的界定，g 而《周礼》

中所提到的“保息”政策中也同样涉及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方面。h《管子》一书

中所提到的九惠之教就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

“通穷”、“赈困”和“接绝”，其中还对“匡急”和“振穷”作出区分：“养长老，慈幼孤，

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

穷。”i 长老、幼孤、鳏寡等为“匡急”之事，此为民之所急而不可无者。相比之下，“振穷”、

“恤贫”之事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前者那么紧迫，但皆属传统国家治理中“养民”的重要范畴。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社会多把贫困问题视为伦理问题来处理，既然贫人的产生与家庭结构的不完

整具有密切关系，若政府能够针对这种伦理缺陷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补充，在理论上则可消除社会

上的无助贫人现象。在此视角下，贫困问题也就从社会层面转化为伦理关系的问题了。

其二，经济上的“养民”措施。只要社会上存在贫困问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国家都有

a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51 页。

b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6 页。

c 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3 页。

d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23 页。

e ［汉］董仲舒，张世亮等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84 页。

f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8 页。

g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87 页。

h 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上）》，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25 页。

i ［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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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对贫困者进行救济，更要从源头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一项重要的

措施就是“养民”，而“养民”的关键在“富民”。《管子》曾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a 孟子也认为仁政应该提倡“爱民”、“保民”：“明君制

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b 人民富裕是政

治稳固、国家安定的基础，如果老百姓一旦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容易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特别是那些由贫生困的群体，如孟子强调的“无恒产者”所表现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等特点，

管子亦认为“民贫而难治”。历代统治者深谙此理，对于贫困者的救济就不能仅仅是防止饿死

而已，更重要是通过系列富民政策使老百姓能够自谋生活：农事生产无失其时，故老者可衣帛

食肉，黎民则不饥不寒。例如，以轻徭薄赋、赋予田产等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以保障老百姓的

基本生活；或以仓储制度如社仓、义仓等措施以备不时之需；或建立相关社会保障体系以救助

穷困者，等等。除了官方的富民、济民措施，家族救济在传统救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家

族在经济上以“共财”的方式彼此共济。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慈善主要是以伦理关照为特质，这种伦理关照不仅体现在对“仁爱”

的追求上，还体现在对宗法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及对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上。对行善者而言，“社

会救济本身有重要的道德上、精神上的意义，政府的救济政策也有安定社会及稳定政权的作

用”。c 通过伦理救助，一方面实现个体道德的自我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对穷人的帮助及其道

德改良来维持一个良序社会。 

二、“善与人同”的救济理念

传统社会的慈善救助首先指向那些具有伦理“缺陷”的人群，救济所涉及的范围主要以家

族内成员为主，但在实际运作中，也惠及宗族之外的乡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家族荣誉，强调

对血缘共同体的道义责任。散财同宗、救恤邻里“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贫穷族人乡邻发展生产

的效果，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穷族人乡邻的生活困难，保障了

贫穷族人乡邻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地方秩序的稳定”。d 历史上除“范氏义庄”式的典型家

族救济之外，也出现不少宗族、乡里之间的互助性救助形式，如《吕氏乡约》所提及的患难如

水灾、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情形，乡邻有责任互相救助抚恤，共同救援。

从家族、宗族式的救济形式到乡里、团体之间的互助模式来看，说明传统救济范围不只局限在“亲

亲”之济上，而是展现一条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救济理路，强调一种与人为善、善与人同的

救济理念，这正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志，e

孟子则以“养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f 体现了儒家“仁爱”的“悱恻之感”“安人之志”

a ［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23 页。

b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1 页。

c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 页。

d  王文涛：《汉代的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兼论“裸捐》，《社会保障评论》2020 年第 1 期。

e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82 页。

f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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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万物同体”之意。a 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孔夫子从“不安”了解仁，程明道用“不麻木”

说仁，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心灵。b 理由在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能感通万物、

滋润万物。明朝理学家杨东明将天地生物之心视为“仁心”，并认为人应存此“仁心”，去关

怀帮助他人，因为“夫人虽万有不齐，实天地一气所生。古人父母乾坤，胞与民物，疲癃残疾

鳏寡孤独皆为兄弟颠连而无告，是合天下人本同一体也。”c因此，杨东明所倡导的“同善会”、

“广仁会”皆是以“生生之理”为核心理念，以“生”名“仁”，以“仁”扬“善”。他将扶

贫济困、广为善事视为“仁”意的充分表达，并且认为人之积善，就如同农之力耕，多种则多获，

少种则少获，不种则不获，故推“善”于天下，全“仁”于万物，既是天地之“仁”的自然显现，

也是人应当所为之事，并以此不断益培“生生”之理。

（一）生生之德作为“同善”的前提，强调“万物同体”

《周易·系辞》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元者，万物

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此“四德”所体现的是天地化生

养育万物、天地大化流行的自然运作。正是这一“生”之大德，使得人与其对象世界和他人之间

形成一种天然的联结，并为仁爱、仁德的实施提供不竭的动力，其中预设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可以说，“《易》文化所包蕴的生生之道，塑造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规定了中

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路向，同时也成为影响和制衡整个民族精神发展和心灵世界构建的重要力量。”d

正是这种上下通达、内外兼修的“生生”之理构成了传统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学，“生生”

所蕴含的正德、厚生、利用、惟和等精神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独到理解，构成

了传统伦理生活的重要价值指引。孟子曾通过“以羊易牛”的例子来说明“不忍人”之心，孟子

认为其中的关键并不是“易”的问题，也不是因牛羊“无罪”而得以幸免，而是因为“见牛未见

羊”之故。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e 之所

以会产生“不忍”之心，是因为生命之“共通”性，人与禽兽虽“异类”却“同生”，故“见”

之“觳觫”等痛苦之状则起“恻隐”之心，此乃“仁”之端。对于儒家来说，要“‘使人成为人’，

必须使‘天赋之仁’得到充分发挥，即将‘仁’的属性或要求充分实现”。f“仁端”以“仁术”

扩而充之，以推恩四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二）推己及人作为“同善”的方法，强调“主体能为”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之心在行动上则表现为“推己及人”。天地之性，以人为贵，

而人与人之间以同类同根而相亲。因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是人

之常情，更是掌中之事，关键在于个体“做”与“不做”的差别。针对这一点，孟子曾指出，

类似“挟泰山以超北海”属于“不能”之事，而“为长者折枝”却属于“可为”的范畴。至于

如何“可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善推”。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

a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2 页。

b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2 页。

c ［明］穆孔晖等撰，邹建锋等校：《北方王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805 页。

d 刘泽亮：《生生之道与中国哲学》，《周易研究》1996 年第 3 期。

e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08 页。

f  康晓光：《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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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a 朱熹指出“仁”作为“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b 这与孟子所提出的“善

与人同”的理念并无二致。孟子认为，君子的最高德行在于与他人共同行善，强调了在社会生

活中与人为善的重要性，“善与人同”的关键就在于舍己从人、乐取于人并不断扩充、推广，

以此达到尽己之善、尽天下之善。可以说，“推己及人”为“与人为善”这一道德实践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方面强调“尽己”、“舍己”，另一方面则强调“推己”，因为“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c 这里所

谓“推恩”可及“四海”，意味着将个人的仁德和恩惠不断推广，通过自己的仁爱善行来帮助

和影响他人，其逻辑起点为“亲亲”伦理，在此基础上，将仁爱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乃至

万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自然的和合共生。

（三）博施济众作为“同善”的愿景，强调“道济天下”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d 博施济众的意思就是广施恩惠，

拯救民众于水火。孔子在高度肯定“博施济众”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难点，认为尧舜都可能

做不到。朱熹在注解中提到两点理由，既“施之不博”和“济之不众”。因此，孔子认为应该

掌握“博施济众”的方法，既以“近处”为切入口，一方面“以己所欲譬之他人”，另一方面“推

其所欲以及于人”。孟子也同样认为，君王作为民之父母，应该体恤其民，改变“民有饥色”、

“野有饿殍”的情形，以“仁政”的方式实现“民养生丧死无憾”、“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饥不寒”e 的社会愿景。但这一愿景的实现不但需要直己守“道”，而且还需要以“权”宜之，

以“道”济之。《孟子·离娄下》曾提到：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

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f 孟子认为小恩小惠是不知为政的

表现，故指出子产只知“惠”而“不知为政”，因为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此乃私恩

小利，真正的治世当以大德施之，而不以小惠予之，所以孟子认为子产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修桥

而不是一个个地助人渡河，私恩小惠显然难以达到天下同善，而应该以“道”济天下，以“教”

化万民，从而真正实现“善与人同”的理想愿景。

三、“施善劝善”的教化之道

劝人为善作为传统慈善救济的重要目标，在儒家慈善观中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曾载：“鲁

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

“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

a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3 页。

b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4 页。

c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09 页。

d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2 页。

e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2 页。

f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89-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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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

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a 子贡与子路同为善行，一个从别国赎回鲁人

却不领取本国所规定的奖赏，本应是值得提倡的无私之举却被孔子认为是“有失”之行；一个

救了溺水之人而接受了厚报，孔子却非常赞同。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个体德性，而在于社会教化。

子贡本较为富有，他不受领赏情有可原，但这种个体高尚行为对于当时社会现状（富者寡而贫

者多）而言，则可能带来不良后果，个人无私的举动无形增加了行善的成本，效仿的结果也许

就只是“不复赎人”了。所以，圣人举事不单单是“修己”行为，还要承担起移风易俗、教化

百姓之责。

（一）“富而教之”的治理策略

孔子指出安置百姓首先应使其“富之”，然后“教之”；孟子强调“制民之产”的重要性，

并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b 为何“士”可以做到无恒产却有恒心？朱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士”知义理，

但普通人非但做不到，反而胡作非为。荀子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

无以理民性”，c 因此既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拥有“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d

同时还要“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来教导老百姓。e 可见，“富而教之”是我国

传统社会治理的一贯理念。纵观中国慈善史，尤其是从明末到清末，虽然善堂组织发生了各种

变化，如育婴堂、惜字会、清节堂以及施棺善会等慈善组织的多样化发展，但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这些慈善团体“一直没有将救济问题变为经济问题”，其“重点仍在‘行善’，即以施

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换言之，慈善组织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上，而没

有转化到经济层面”。f尽管这种“教化”大多只是局限在忠孝节义等领域，但因“慈”而“善”，

因“仁”称“义”，一个人的善行不仅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还具有推动社会向善的力量。一方

面以“己善”推“同善”，以“公”天下之善；另一方面则以“君子之德风”偃“小人之德草”，

以德化民，而民相率从善，各安其分。 

（二）“安伦尽分”的教化目的

如前文所述，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客观条件所致，或为主观懒惰所致。

根据情形的不同，所采取的救济原则显然有所区别。孔子曾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乱也”。g 好勇且不安贫者，一旦不仁且疾恶太甚，则容易滋生事端，显然不利于

社会安定。由于自身的贫困，相当部分的贫困者由一种客观的贫困境遇沦为主观的精神贫困，

以至于产生嫌恶劳动、邪僻乖戾的消极情绪。原因在于，如果人们既失去了家庭纽带的天然保护，

又丧失了国家实体的普遍保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他们也不再抱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

便可维持生计这样类似的信念，而是自甘堕落，于是贫困者由现实的贫困进而转化为心理的贫

a 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58 页。

b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1 页。

c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89 页。

d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89 页。

e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89 页。

f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24 页。

g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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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并恶化为“好逸恶劳”的伦理人格，甚至沦为“暴民”。针对这一问题，在慈善救济层面

一方面要向贫困者提供物质援助，但同时也要提供伦理关怀及精神安顿。尽管物质援助是较为

常见的基本救济方式，但容易限于循环救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救济原则上，

一方面要从贫困者的现实处境出发去施以救济，在物质救济的基础上加以伦理教化以及精神安

顿；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在个体层面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在社会

国家层面则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a 即朱熹所谓“各得其分、上下相安”b 之意。

“均”在这里并不是“平均”的意思，而是指贫富与伦理身份的相契合，如此便可不患而安，

各守其分，并“使万物莫不遂其性”。c 从中国传统慈善救济的特点看，“慈善活动似乎是次

要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升道德来维持秩序”。d 传统民间自发的社会慈善机构往往由乡绅

阶层所组织，这些乡绅通过其特定的社会地位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与财富，他们通过组织参与慈

善活动，一方面为家庭与国家这两个普遍伦理实体之间架起了桥梁，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己的特

殊地位得以重新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可，从而促进个人理想以及社会伦理价值的实现。如此，

富者依“礼”行善，而贫困者也因救助规定上的道德优先性而遵守日常伦俗，这样传统救济就

完成了道德教化功能，传统“善会的最终目的，乃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相当快速之时，以道

德的诉求来维持既存的社会规范。而所谓道德的诉求，是围绕在财富和贫穷的概念之上，从而

重申传统的‘安分守己’原则。”e

（三）“劝善化俗”的道德理想

伦理救济与道德教诲是儒家慈善救济理念的两个关键，前者主要根据受助者的伦理处境及

其相应需要来进行施善，后者则主要根据受助者的道德状况来决定是否予以施助，而且救济只

是方式，最终的目的则是落实在劝善，以此维系社会的稳定。一般情况下，施善者根据自身的

伦理感来区分救济对象并对其加以选择、排序，并以伦理的标准实施救济，试图以此缓和贵贱

矛盾，达到移风易俗之伦理教化的政治及社会效应。例如，明清时期由地方精英所领导的慈善

组织所坚守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将贫困者进行区分，即区分为法律上的贱民和道德上的贱人，

在救济原则和实践操作上皆有所分别。夫马进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贫民救济事业是“以劝

善为目的的，所以有必要区分救济对象，甄别善恶。”f 而且，“寓教化于救济的模式，即根

据同善会组织者的伦理感选择救济对象并加以分类，不仅在同善会，而且在小于同善会的同心

圆——义庄中也可以见到。”g 对于那些孝子节妇、贫老困苦的人，显然是优先救济的对象，

而那些无视伦常的人，比如不孝不悌，赌博、酗酒无赖、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则不被视为应该

救济的对象。如高攀龙认为“同善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劝人为善”，因此善会救济的对象也

不限于家族内成员，其目的虽是“济贫”为主，却兼具教化之责，两者相得益彰。以高攀龙等

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等创立的嘉善同善会都留下了章程规则，分别称为《同善会规例》

a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70 页。

b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70 页。

c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1 页。

d ［美］韩德玲，吴士勇等译：《行善的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86 页。

e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7 页。

f ［日］夫马进，伍跃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12 页。

g ［日］夫马进，伍跃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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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善会会式》，其中均有一则规定：“受助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该会是否予以救助的一个

重要前提，‘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

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

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a 不过，按照梁其姿的观点，这一类慈善团体的主要功

能之一就是解决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混淆和伦理身份认同等问题。一方面，善会通过“济贫”

的手段以维护“贫穷”的道德中立性，并在救济实践当中对受助者加以道德考量，对于一些道

德败坏者不予救助而优先考虑那些忠孝节义之人以劝人向善；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拥有财富的

施助者而言，散财行善、广积福田才是对待财富的最好方式。这两个方面在重塑传统社会秩序、

维护道德价值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启示

儒家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生、仁爱、同善等为基础，

以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为特征，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而且对当

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文明互鉴有着重要意义。朱

友渔曾指出：“从中国人携手扶贫济困、乐于互助、自愿合作改善民生的精神中，我们可以看

到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向心力。”b 这一“向心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并在实践中不断

筑牢中华民族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

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c 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既要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滋养当前

道德建设，也要不断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其与现实文化相融通、

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世

界的各种挑战以及复杂而深刻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也需要通过不断对话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

理解和交融，积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和精神价值，在继承和弘扬

中赋予其时代新义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化解文明冲突的合理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中国智慧。

（一）从熟人到陌生人：儒家慈善救济思想的当代调试

儒家传统慈善救济思想根源于血缘亲情伦理，发生于熟悉的乡土社会之中，在这个以熟人

为主的共同体内，人们以“推己及人”的方式——以“生生”为内核，“推”而扩之，构成“仁”

之实践进路：亲亲、仁民、进而爱物——进行修己安人、守望相助，最终达到“善与人同”的

理想目标。不过，这一传统慈善救济观念却遭遇来自现代公益理念的质疑和挑战。有学者提出，

以儒家“仁爱”思想为基点的传统救济形式与现代公益理念相悖，其秉持的“亲亲之爱”的理

a 王卫平：《救济与劝善：“慈善”本义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2019 年 5 月 6 日第 14 版。

b 朱友渔：《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99 页。

c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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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不适合现代陌生人的社会。a 在这种背景下，慈善行为就不应仅仅只是基于同情或亲情的

自然反应，而应转变为一种公共责任。因此，需要将慈善的焦点从对亲人的关爱扩展到对陌生

人的关爱，从同情心的驱动转变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并将传统的仁爱观念更新为现代的权利

与责任意识。简而言之，慈善应当从基于血缘和亲近关系的“亲亲之爱”转变为对所有人的“路

人之爱”，从情感驱动的“恻隐之心”转变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责任”，并从传统的仁爱

观念转变为现代的权利与责任意识。诚然，现代公益事业并不局限于熟人领域，家庭、宗族式

救助也不是现代慈善的主要路径，但儒家所强调的恻隐、仁爱是否与现代公益理念相冲突、一

时的救急救贫是否能够成为现代公益文明的重要内容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

从慈善救济的理念或行为来看，儒家所倡导的慈善事业实际上并不仅局限于“亲亲之爱”，

尽管出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只能惠及亲人、家族或者乡里等范围，但实际上也常常帮助除族人、

乡里等以外的群体，不少慈善团体也涉及公共事务如社会服务、教育等范畴，并对中国人的慈

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还是一个以“熟人”伦理关系为主的社

会结构，在这个由无数私人关系所搭建的网络中，维系其中的社会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联系中

发生意义”，b 其“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c 这种以熟人圈建构起

来人伦差序结构，以个体私德为基点，以亲亲伦理为依据，并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我及他的

伦理互助体系。一方面，这一互助体系如果要得以维持，需要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尤其是需

要某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身份地位、道德声望并愿意行善的核心成员来组织和推动。此外，

由于血亲关联的原因，对救助对象进行价值排序是有必要的，除道德考量之外，一般优先考虑

家（宗）族内部成员并逐渐向外扩展。不过，这种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对族外人或者异乡

人的伦理关怀，以至于“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

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d 这一特点正是被诸多现代批评者所着

重诟病的重点，理由在于现代公益更为强调对他人（包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福祉及其公益的

关心，强调“在这个领域中的行为（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公共目标及其使命”。e

这一公共目标的范围并不限于血亲成员，其方法和手段亦不只是扶弱救贫，公益事业对社会对

社会存在长期的正面外部效应，长远地看，公益事业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f 现代公益事

业作为人与人或社会之间新的联结方式，试图通过“善”的力量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社

会生存环境以及推动社会改革，并最终增进所有人的幸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熟人模

式下的互助理念在现代社会中依旧有其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借鉴价值。在互联网构成人们主要生

活方式的今天，各类新型媒介的传播让人们彼此相联，并形成一个人人互联的网络社会，其中

熟人和陌生人交互存在。在以轻熟人社交圈模式为重要特征的互联网求助或众筹行为中，一方

a  刘威：《解开中国慈善的道德枷锁——从“恻隐之心”到“公共责任”的价值跃迁》，《中州学刊》2013 年第
10 期。

b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4 页。

c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2 页。

d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180 页。

e  Robert L. Payton, Michael P. Moody, 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 Its Meaning and Miss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p36. 

f  ［美］艾斯，李昆、李颖译：《公益之重：富裕阶层如何兼济社会福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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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微信朋友圈等熟人交际网络增加了信任的因素，尤其在媒介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增多且真

假难辨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熟人圈”的捐助意向，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大致确保信息来源

的真实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规避了捐赠风险；另一方面，传统以个体、家族或某一区域

小团体为辐射的救济精神，在当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

人民正拿出对宗族、故乡、行会的无私奉献精神，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当下，

中国人在社会小团体里孕育的互助合作精神正在更大范围的国民慈善事业中发扬光大。”a因此，

应当善用这种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救济模式，因为可以通过私人的力量逐渐影响周围的人并

逐步向外扩散，从而产生相应的涟漪效应，形成联动、持续、有效的社群公益。

（二）从私恩到同善：助力共同富裕的文化底蕴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

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b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障贫困

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底线，公平和正义、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是原则，而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

裕则是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上，采取了系列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强调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c

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公益慈善事业在三

次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儒家慈善救济思想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所蕴含的守望相助、扶贫济困、仁爱同善、道德教化等理念和

实践包含着对共同富裕这一普遍价值的积极探索，继承与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慈善文化，能为我

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建设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管子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难治，

因此提倡“积贮”，让百姓生活富足；孟子则认为仁政必从“经界”开始，既给百姓治地分田，

以保障其生产生活，但仅有这点还不够，还要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因为“饱食、暖衣、逸居而

无教，则近于禽兽”。d 在传统社会生产力相对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农事生产是物质生活的基

本保障，庠序之教则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措施，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这一理念深刻影响着

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针对社会贫困问题，仅是凭借物质救济单纯地解决社会贫困

现象是不够的，如果可以借着施善“尝试从道德层面重新塑造‘贫’与‘富’、‘良’与‘贱’

的差别”，e 以此重整社会秩序，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f 或许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从

而实现一个贫富均、上下安的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

a 朱友渔：《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04 页。

b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c  光明日报评论员：《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之四》，《光明日报》，
2023 年 12 月 17 日第 2 版。

d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9 页。 
e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f ［汉］董仲舒，张世亮等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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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实践层面，儒家所提倡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物质援助如平籴、施粥、施谷、施棉袄

等情形，也包括诸如助工修学、助婚、敬老、收养弃婴等伦理救助层面。明末兴起的“同善会”、

“广仁会”等民间慈善团体强调共同行善，将“慈善概念化为一种完成一个包含穷人和富人的

有道德的社区的手段”，a 施者自乐，受者相安。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慈善活动吸纳受助者

一起行善，这才是“同善”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因此，施善者在物质救济的同时倾向于将视

线集中在精神启迪和道德教化上，通过现场道德宣讲、发放各类与劝善相关的书册、歌曲、图

片等进行道德教化，告知人们因何贫富以及应如何行动，主张富人应当克己向善，穷人则应积

极向上等观点。如此一来，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因道德行为而缩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通过

慈善事业获得广泛认可，以此吸纳更多人共同行善；随着“同善”理念的不断推广，行善已不

仅仅局限在贫困救济和道德改良上，而是通过行善构建起一种地域式的团结，并“支撑起了一

个秩序良好、稳定的社会的观念”。b 可见，儒家所倡导的救济理念不但注重物质救济与精神

救济的统一，也强调贫富之间的公平正义以及伦理关照，同时主张可以通过主体道德改良、人

人参与慈善、地域联动机制等措施来改善社会贫困问题，这些理念对于当前公益慈善事业、社

会基层治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伦理“救济”：文明互鉴中的中国智慧

儒家慈善文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资源，其所蕴含的思维传统、价值观念对于

构建全球慈善伦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前文所述，慈善事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极具世俗色彩，

主要表现为基于家族互助、宗族族缘的慈善行为，展现了一种人我共生、家国一体的基本理念，

为“中华民族形成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奠定了基础，滋养了‘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助人为乐、

风雨同舟’的道德情怀”。c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慈善本质上或者首先是个体与社会的伦理“救济”，

具有与西方宗教救赎不同的文化性质与文明意义。西方宗教慈善观点具体到行动上，人们首先要

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坚信获取财富不过是伦理上的责任或天职；其次是要求自己在尘世

活动中力行“善举”，要“爱上帝”、“爱邻人”，积极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同

时强调“人的德性 、人的生活品质、人的能动性，并相信改变个人的品性、道德就能改变个人

的贫困状况”，d 所有这些都是对宗教信仰的最好实践。较言之，儒家并不关注“彼岸”世界，

也没有宗教式的“救赎”概念，而更多的是关注此岸生活，关注人自身的德性修养，并以一种理

性化的方式为此岸生活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

韦伯曾指出儒教“不过是一种伦理”，e 是一种“俗人道德”，f 其主张的“生活导引全然

是此世的，它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或‘人的堕落’之类的被拯救的渴望。儒教徒的‘救赎’

是从无教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读书、学做人，追求道德的完善圆满”。g通过个体的德性修养，

a ［美］韩德玲，吴士勇等译：《行善的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0 页。

b ［美］韩德玲，吴士勇等译：《行善的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92 页。

c  宫蒲光：《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1 期。

d  卢成仁：《社会工作的源起与基督教公益慈善——以方法和视角的形成为中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e ［德］马克斯·韦伯，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61 页。

f ［德］马克斯·韦伯，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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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成仁成圣才是儒者在世的“救赎”之道。在韦伯看来，儒家这种道德“救赎”存在

一定局限，一是缺乏救赎宗教所具有的超越性先知系统去指引人们的生活；二是个人伦理纽带

将导致社会伦理的冷漠性质。他指出，救赎宗教的伦理“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

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a尽管韦伯看到儒家入世性格、伦理和教养、

对秩序的理性建构等方面，但他主要是将儒家伦理与救赎宗教的“精神”特质进行比较并得出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优秀”品质。面对这样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

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特别指出要对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错误论点予以澄清，其中提到儒家

的天理世界、精神修养、入世苦行等精神品质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儒家慈善救济思

想尽管没有宗教救赎之义，却有安顿生命之效，其对生命的正视、弱者的关怀皆是过去儒者所

倡导的力行之事，这种伦理型的文化结构既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前中国

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Eth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temporary Insights of Confucian Charity 

and Relief Ideals
Huang Yu

(Applied Ethics Research Cente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charitable thought and practices boast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The 
charitable culture, centered around Confucian ideas of benevolence, embodie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ays of think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s that refl ect the unique historical imprint and cultural na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fucian charity and relief thought is rooted in ethics, adopts education as its 
approach, and aspires to the ideal of "mutual goodness." It emphasizes the obligations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among members of a community. This ethical framework off er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issues such as the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and 
ideals behind charitable relief.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excep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harity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points for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dvanc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thic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harity; mutual goodnes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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